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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中古英格兰特许状伪造及王权应对 

蔺 志 强

特许状（charter）是中古英格兰教俗贵族或实体拥有土地、司法、行政等方面

特权（liberties）的凭据。A特许状颁发主体多元，但由历代国王颁发的特许状最

重要，各种实体或个人以国王特许状所赐予的特权为基础，形成大大小小的自治单

元，成为中古英格兰王权秩序的重要特征。正因其独特价值，特许状备受珍视，得

以大量保存至今，但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到中古后期，特许状伪造现象屡见不

鲜，属于中古广泛存在的伪造活动（包括文物、书籍、印章、钱币、官私文书等）

之一。伪造活动无疑会改变特权和利益归属，牵动王权与地方在社会治理中的分工

安排，从而影响中古时代的王权秩序。

对中古英格兰特许状伪造现象，国内学界尚无专文研究。B西方学界虽长期

探索，但鉴伪工作以个案考察为主，缺乏整体评估，对伪造现象的解读仍有继续推

进的空间。11 — 12 世纪被认为是特许状伪造的“黄金时代”，一些学者以“从记忆

到书写”这一时代大势解释伪造活动的兴盛，认为它们主要是当时权利凭据书面化

趋势的副产品，对于教会机构在特许状伪造活动中的突出地位，主要强调教会具有

从事伪造活动的技术和文化优势。C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解读模式，但对伪造

活动有过度“同情理解”之嫌，有学者甚至认为伪造是真实的“拓展”，伪造品是

	  	�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古英国区域自治制度研究”（19BSS020）和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政教关系核心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18ZDA216）资助。

	 A	� 关于中古英格兰特许状及其所授予“特权”内涵的理解，参见蔺志强：《“自由”还是

“特权”：〈大宪章〉“Libertas”考辨》，《历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B	� 彭小瑜梳理过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兴起历程，并强调鉴别修道院特许状等法律文件真伪

在古文献学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参见《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源》，《世界历史》2001 年

第 1 期，第 112 页。

	 C	� M. T.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3, pp. 32,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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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太远的真品”。A虽然特许状不论真伪都来自中世纪，自然会从某些角度反映

当时的“真实”，但从中古英格兰王权和社会运作角度审视这一现象，显然无法如

此超然。这种伪造活动规模多大、何以得逞与蔓延，伪造的动因是什么，国王政府

如何看待和应对伪造现象，伪造活动对王权秩序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是自然的追

问，既有研究对此关注不够。本文试图在梳理中古英格兰特许状伪造基本情形的基

础上，从王权和社会运作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点看法，以期突破合理化甚至“美

化”伪造现象及参与者动机的做法，推动深入理解中古政治权力运作机制和王权秩

序，同时提升我们对特许状等中古史料的辨识意识。

一、特许状伪造规模

中古英格兰的特许状伪造究竟达到什么规模，目前很难给出精确数字和全面论

断。因为特许状总体数量巨大，而且随着各地对中古档案材料的整理，新发现的特

许状和其中伪造品的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加之辨伪工作缓慢、艰难且有反复，对特

许状的认识只能不断更新。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特许状伪造情况已比较严重。根据前人编纂整理情况估

算，现存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特许状约有 2000 份，其中超半数是历代国王颁发

的。英国学者索耶编辑的《盎格鲁—撒克逊特许状索引》，收集 1163 份国王特许

状，该索引的可贵之处，是在每份特许状的“评注”（comments）一栏列举历代学

者对其真伪的判定。从中可见，学者对一份特许状真伪的看法常有分歧，甚至针锋

相对。粗略统计，被至少一位学者认为是“伪造”者超过 1/3。B对盎格鲁—撒克

逊时代的国王来说，以末代国王忏悔者爱德华之名伪造的特许状比例最高。据学者

克兰奇统计，《盎格鲁—撒克逊特许状索引》收录的 164 份声称由忏悔者爱德华颁

发的特许状中，44 份确定为伪作，占 27%； 64 份为真品，占 39%；56 份真伪未定，

占 34%。C事实上，原认为真伪未定的忏悔者爱德华特许状，虽有部分被认为是真

	 A	� Alfred Hiatt, The Making of Medieval Forgeries: False Documents in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4, p. 13; Julia Crick, “Insular History? Forgery 
and the English Past in the Tenth Century,” in D. Rollason, C. Leyser and H. Williams, eds.,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Tenth Century, 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2010, pp. 515-
544.

	 B	� P. H. Sawyer, Anglo-Saxon Charters: An Annotated List and Bibliography,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68, pp. 69-342. 本书现已拓展为“索耶电子数据库”（The Electronic 
Sawyer），数据库补充收集了 1968 年以来的研究进展，除特许状原文外，学者对特许状

真伪判别的信息也在不断更新。

	 C	� M. T.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p.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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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但更多的近来已被确认为伪作。A现在的评估是，仅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持有

的伪造忏悔者爱德华特许状就有 33 份。B然而，该修道院持有的忏悔者爱德华特

许状总共才 41 份。C笔者依据索耶电子数据库的最新信息统计，在 164 份特许状

中可以确定为伪造者至少有 64 份。

从诺曼征服到 12 世纪末的近一个半世纪，被一些学者称为特许状伪造“黄金

时代”。D诺曼征服之后以多种形式篡改或完全伪造的特许状数量众多，其中威斯

敏斯特修道院持有的声称由征服者威廉颁发的 46 份特许状中，将近一半为伪作。E

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特许状的伪造，相当一部分是诺曼征服之后所为，而诺曼王

朝和安茹王朝诸王特许状被伪造的情况同样严重。彼时，以各种修道院为主的众多

实体机构伪造活动盛行，而且一些修道院还为其他教会机构服务，成为辐射其他机

构的“制假中心”（a centre of forgery），更使得伪造现象四处蔓延。威斯敏斯特修

道院可谓中古英格兰地位最高的修道院，特许状伪造活动也最为猖獗。该院现存特

许状伪造比例很高，其声称由诺曼征服之前诸王颁发的特许状，只有少量是真实

的，而其协助别的教会机构从事伪造活动的行为也被学者证实。F

然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并不是特例。坎特伯雷圣奥古斯丁修道院曾是著名

伪造者法国苏瓦松修士古尔诺（Guerno）的服务对象，而其雇佣者很可能是诺曼征

	 A	� 克兰奇的统计，一方面很可能把“有真实基础”或“仅在细节上有所改动”的特许状都

算作真实的。如 S1153 号特许状，是忏悔者爱德华确认其母亲艾玛（Emma）赐予温彻

斯特老修道院的地产，其主体部分基于一份真实特许状，但最后一句“以及位于海林

（Hayling）的 10 海德土地，也应如她所赐归属该修道院”，明显是篡改增补的内容。这

样的文书，显然不应归入真实之列（A. R. Rumble, Property and Piety in Early Medieval 
Winchest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Topography of the Anglo-Saxon and Norman City and 
Its Mins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20-222）。另一方面，他统计时

依据的是 1968 年出版的《盎格鲁—萨克逊特许状索引》，信息难免陈旧，多数原来存疑

的特许状目前已有更明确的真伪判断。

	 B	� Emma Mason, ed., Westminster Abbey Charters, 1066-c.1214, London: London Record 
Society, 1988, pp. 321-322.

	 C	� 参见索耶电子数据库：https://esawyer.lib.cam.ac.uk/browse/archive/Westminster.html，访问 

日期：2022 年 3 月 20 日。

	 D	� C. Brooke, “Approaches to Medieval Forgery,”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Vol. 3, 
No. 8, 1968, p. 384.

	 E	� Emma Mason, ed., Westminster Abbey Charters, 1066-c.1214, pp. 25-40, 321-322. 
	 F	� 研究人员通过对比存世的忏悔者爱德华、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三位国王特许状的印章，

确定伪造印章的特征，接着对比附有这些印章的特许状的笔迹，发现大量属于不同修

道院的伪造特许状出自同一手笔，其中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保存数量最多。与该修道院保

存的其他文书对比笔迹之后，在不同时期参与伪造的 3 位该院抄工身份也被确认。由此

可知，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不但自己伪造特许状，而且广泛服务于其他修道院。参见 C. 
Brooke, “Approaches to Medieval Forgery,” p.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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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后的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Lanfranc）。A坎特伯雷击败约克而“坐

稳”英格兰教会首席主教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兰弗朗克下令伪造的国王特许

状。B其他证据表明从事过大规模伪造活动的机构，包括坎特伯雷基督堂修道院、

格罗斯特修道院、马姆斯伯里修道院、巴特尔修道院（Battle Abbey）、达勒姆修

道院、温彻斯特主教座堂等。学者布鲁克认为，诺曼征服前已成立的 30 多座修

道院中，至少有 17 座“在相当程度上从事或容忍了伪造行为”，其他修道院基本

也都保有伪造的特许状。诺曼征服之后成立的修道院中，也有 5 — 6 座积极从事

伪造活动。C而克兰奇认为布鲁克过于低估伪造的规模，他提出一个比较激进的

结论：在诺曼征服后的一个世纪中，伪造特许状是常态，真品才是例外。D总之，

“黄金时代”的特许状伪造活动规模空前，乃至著名学者斯坦顿警告说，对来自

这些“明确从事造假活动的机构”的特许状，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能直接认可

其字面表述。E

13 世纪之后，虽然修道院的伪造活动可能有所收敛，但整体而言，伪造现

象仍然严重。首先，教会机构继续作伪。1238 年，坎特伯雷主教区执事长西

蒙·朗顿（Simon Langton）在写给教宗格里高利九世的信中抱怨：“没有任何一

种伪造的方式是坎特伯雷教会没有干过的。他们的伪造用到黄金、铅、蜡和其

他各种金属。”F《伪英格尔夫编年史》（Pseudo-Ingulf Chronicle）是中古后期最

著名的伪造案例之一。这位英格尔夫据称是 11 世纪林肯郡克劳兰（Crowland）

修道院院长，以其名义书写的编年史称，1091 年一场大火不但烧毁修道院所有

建筑，而且保存在特许状室的历代国王赐予该修道院的大量特许状也化为灰烬。

“幸运的是”，火灾之前他正好拿出一些特许状供年轻僧侣学习古英语，从而得

以保存，编年史中抄录了这些“幸存”的特许状。此英格尔夫被称为中古后期

最成功的造伪者，直到 19 世纪其著作仍被当作真实史料广泛引用。G

其次，大学、城市等更多新兴伪造主体先后登场，维持着伪造活动的“繁荣”。

建立于 12 世纪的欧洲大学，到 13、14 世纪已心态膨胀，觉得自己不能仅有如此短

暂的历史，于是巴黎大学创建者变成查理曼，牛津大学脱胎于阿尔弗雷德大帝创建

	 A	� Julia Crick, “Insular History? Forgery and the English Past in the Tenth Century,” p. 515. 
	 B	� C. Brooke, “Approaches to Medieval Forgery,” p. 383. 
	 C	� A. Morey and C. Brooke, Gilbert Foliot and His Lett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29.
	 D	� M. T.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p. 319.
	 E	� F. M. Stenton, The Latin Charters of the Anglo-Saxon Peri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5, p. 11.
	 F	� C. R. Cheney, Medieval Texts and Stud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p. 104.
	 G	� 现代有学者认为，这一编年史应伪造于 15 世纪中后期。参见 Alfred Hiatt, The Making of 

Medieval Forgeries: False Documents in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pp. 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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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剑桥大学的历史被追溯到亚瑟王时代。A城市则很早就以获得国王的特许

状谋取“自治”地位，但在早期的城市特许状中被发现的伪造品不多。不过，学者

苏珊·雷诺兹对英格兰自治市巴恩斯坦布的研究显示，事实可能并非如此。15 世

纪时，该市市民为争夺市政管理权，模仿邻近的埃克塞特市特许状，伪造一系列声

称由历代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并得到国王政府确认，这些特许状为该市赢得长期特

权和声誉。B 

对中古时期特许状伪造规模的评估，还受制于识别各种伪造方式的能力。特

许状伪造形式多样、数量惊人，其中部分伪造品在中世纪就被发现，但绝大多数

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辨伪，直至被现代学者认定为伪造。显然，还有为数不少的伪

造特许状，因尚未得到关注或伪造手法高超仍被当作真品。纵观特许状伪造方式，

从内容、形式到用语都属“原创”性质的伪造品比较罕见。最常见的伪造方式是

“移花接木”，表现形式也最丰富。比如，模仿真品炮制，只把内容当中的关键词

句替换为伪造者想要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相关的权利表述等；在一份特许状原

件上修补涂改，换上更“实惠”的内容；把真实特许状所悬挂的印章拆过来，用

在伪造的特许状上。伪造特许状所需条件较苛刻，包括通晓当时语言和书写方式、

精通皮纸和书写颜料的处理工艺、熟悉印章的仿制方法和使用规则，甚至要了解

所伪造时代的历史和制度等，绝非普通人可为。斯坦顿据现代学者对盎格鲁—撒

克逊时代特许状伪造现象的鉴别，勾勒出这样的画面：一位云游四方的伪造者，

背囊中塞着一些作为参照的真实特许状，辗转于一家又一家修道院，为他们提供

“专业”服务。C

总之，我们除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特许状伪造规模有总体评估外，对其他时

期的情形仍难以作出基于数量统计的全面评判。但是，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直到

中古后期，特许状伪造现象广泛存在于英格兰，而在 11 — 12 世纪的“黄金时代”，

以修道院为代表的教会机构在伪造活动中地位突出。

二、特许状伪造的背景和动因

中古英格兰特许状伪造规模大、时间长，不同阶段各有特点。对于这一现象，

国外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作出解读。其中有不少说法颇具启发性，相关解读也在争

	 A	� T. F. Tout, “Medieval Forgers and Forgeries,”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No. Ⅴ, 1965, 
p. 213.

	 B	� Susan Reynolds, “The Forged Charters of Barnstapl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84, No. 333 (Oct., 1969), pp. 699-720.

	 C	� F. M. Stenton, The Latin Charters of the Anglo-Saxon Period, p. 19.



211

中古英格兰特许状伪造及王权应对

议中不断修正，但总体来看未能切中要害。A对于特许状伪造的背景和动因，从中

古政治社会宏观层面观察，会有不同认识。

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王权强化，是特许状伪造现象加剧的主要背景。诺曼征

服之后的王权扩张，显著提升特许状在王国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客观上催生伪造现

象流行。一方面，诺曼征服后，英王成为英格兰全部土地的所有者，“索尔兹伯里

之誓”又几乎使所有土地持有者成为国王的佃户，从而形成一切权利皆自王出的局

面。另一方面，诺曼王朝以威塞克斯王权继承人的身份建构统治合法性，不但承认

前朝诸王封赐的各种特权，而且延续了将土地和地方治理“特权”赐予各类贵族和

机构的做法。这些特权具有在某些方面代行王权的意味，被称为对所持领地的“君

主式管辖权”（regalian jurisdiction），B是持有者身份、地位和实际收益的来源。以

此为基础，英格兰形成两套并行的地方治理体系：一是基于郡与百户区的统一性王

国基层行政架构，二是贵族、教会或城市通过获得各种特权而在自己的领地行使大

小不等的行政与司法管辖权，形成自治特区。如此重要的权利，无论诺曼征服前

后，其最好的凭据都是国王颁发的特许状。C 在相当程度上，特许状支撑起与王

国统一治理体系并行的区域自治体系。应注意的是，国王特权转让的目的或为奖励

功臣，或为巩固神权，或为获得受让者提供的丰厚报偿。这一举动系主动而为，是

构建基于王赐特权的区域自治体系及强化王权的举措。D 可以说，正是强势王权

	 A	� 有观点认为，伪造特许状现象反映的是英格兰在诺曼征服后从“记忆”社会向书写社会

的转型，正是这一变化，催生伪造特许状的“黄金时代”。因为修道院数百年来积累大

量土地和特权等既得利益，这些特权或有过特许状作为凭据（却已丢失），或根本没有。

书写时代到来之后，“无奈”之下，只能大规模伪造特许状。因此，伪造特许状的过程

从根本上说意味着既有权利秩序的书面化。特许状虽为伪造，但“形伪实真”，这些行

为也不算“伪造”而只是“现代化”和“更新”。参见 M. T.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p. 31. 然而，这一解释并未真正说明为何书写时代的

到来，会把教会机构逼上不惜违反法律、违背教规的伪造之路。

	 B	� 最常见的特权包括：司法管辖权（sac et soc）, 收取通行费和缴获赃物以及审判领地内

盗贼的权利。不过学者的解读各有不同。所谓君主式管辖权，其实对应于司法管辖权，

在后来的拉丁文特许状中有时直接沿用，有时被表述为“iura regalia”，即君主式权利。

参见 H. W. C. Davis, “The Liberties of Bury St. Edmund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24, No. 95, 1909, p. 418. 

	 C	� 随着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书面文化的深入了解，诺曼征服之前主要是“记忆”社会这

一认识受到挑战。比如，816 年切尔西宗教会议就强调，应将各种决议完全书写下来。

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大量特许状的存在及相关争议的出现，使一些学者认为当时

甚至有某种程度的“特许状膨胀”（charter inflation）现象。参见Bruce O’ Brien, “Forgery 
and the Literacy of the Early Common Law,” Albion: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Vol. 27, No. 1, 1995, p. 10.

	 D	� 蔺志强：《中古英国政府对地方特权的政策初探》，《中山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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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特许状在权力分配体系中处于如此核心的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直到 13 世纪之前，这种特许状的赐予在国王政府并无存档。

国王赏赐什么权利给哪些人，全凭“记忆”或由受让者提供证明。在涉及“古老”

的特权赏赐时，更可能只得依靠受让者的单方证据。另外，在诸如斯蒂芬时代内战

中，许多贵族会乘机僭取特权，使王权受损。因此，历代国王在不断赏赐特权的同

时，也积极调查既有土地与特权持有的正当性。征服者威廉在 1085 — 1086 年完成

的“末日审判调查”，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高效细致的财产与权利调查。调查发现，

当时英格兰 1/5 的土地仍由国王掌控，超过 1/4 的土地在教会机构手里，将近一半

的土地则已分封给追随国王的贵族。A 很多郡的调查详细记录土地权利及行政司

法特权持有者情况，同时教会向国王应尽的义务也登记在案。B 1154 年亨利二世

上台之后，立即着手整顿斯蒂芬时代内战造成的权利秩序混乱。他宣称将认可和恢

复“外祖父亨利国王”时代的“古老习惯”，并派出巡回法官调查土地与特权持有

情况，被认为是清算 1135 年以来特权变化的开始。C 国王的这种特权调查与规制

政策一直延续，到 13 世纪发展为著名的百户调查和“特权凭据调查”，要求王国内

的所有特权持有者回答其权利“以何为凭”（quo warranto）。D 

除了这些普遍性规制政策，诺曼征服以来的国王也常从富裕特权机构攫取利

益。如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田连阡陌，收入可观，从征服者威廉时代起，国王们便

不放过一切机会从该院谋利。据统计，从诺曼征服到 1191 年，该院多任院长在国

王干涉下更换，院长职位空缺期长达两年以上的就有三次。而按照传统，在院长

空缺期，修道院的收入是归国王的。E 总之，特许状是特权体系的核心凭据。一

方面，强势的王权提升了特许状的权威性；另一方面，缺乏特许状意味着更大的

风险。对教会机构等特权持有者来说，特许状成为应对王权的利器，同时也是权

利自保或扩张的依据。在此背景下，伪造“古老”特许状“以先王制今王”便有

足够动力。

上述王权强化因素是伪造活动的政治社会背景，但远不足以解释教会机构的全

部行为，其伪造动因也需从内部寻找。特许状伪造现象，与教会机构对财富和权势

的追求密切相关。教会机构在特许状伪造中占核心地位，伪造活动显然不是个人所

为，而是有组织的系统性行为。

	 A	� D. C. Douglas and G. W. Greenaway,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042-1189,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53, p. 22.

	 B	� David Roffe, Decoding Domesday,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7, p. 76.
	 C	� W. L. Warren, Henry Ⅱ, London: Eyre Methuen, 1973, p. 220.
	 D	� D. W. Sutherland, Quo Warranto Proceedings in the Reign of Edward Ⅰ,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
	 E	� Emma Mason, ed., Westminster Abbey Charters, 1066-c.1214, pp. 8-9.



213

中古英格兰特许状伪造及王权应对

事实上，教会机构的伪造行为远超王权压力下被动自保的限度，反而可谓“名

利双求”。伪造行为的动因之一，是服务于教会地位的提升。早期特许状伪造的一

大特点，是教会竭力塑造其机构建立的“古老性”。比如，约克郡现存最早、声称

由国王埃塞尔斯坦（Athelstan）于 930 年赐予约克圣彼得教堂的特许状，就被认定

是伪造品。A 坎特伯雷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宣称，该院是追随圣奥古斯丁前往英格

兰传教的修士所建，其历史可上溯到 7 世纪。这些说法所依据的特许状，正是 11
世纪兰弗朗克担任大主教时雇用来自法国苏瓦松的著名修士古尔诺伪造的。B 这

一行为显然无法用王权压力下“被迫”作伪解释。C 

教会机构炮制前代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将建立时间和享有特权的历史追溯至

“不可追忆”的时代，重要目的是强化自身“朝圣地”地位，以进一步吸引信众。

坎特伯雷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借伪造特许状，与“英格兰使徒”圣奥古斯丁拉上关

系。而达勒姆和伯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的修道院，都把特权上溯到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声称正是因为他们保护圣徒墓地的作为，才获得忏悔者爱德

华甚至其之前诸王的特许状。“朝圣地”身份在中古时期几乎意味着财源的保证。

伪造行为的动因之二，是教会内部争权夺利的需要。11 世纪，兰弗朗克通过伪

造活动，塑造坎特伯雷大主教作为英格兰教会“首席主教”（primate）的地位，成功

击败约克对教会领导地位的争夺。D 其他案例不胜枚举，如达勒姆修道院保存的一

份声称于 1084 年获颁的特许状，被专家认定伪造于 12 世纪后期。该特许状的内容

是：达勒姆主教圣加来的威廉（William of St. Calais）确认国王征服者威廉，以及教

宗等赐予达勒姆修道院和修士的一系列特权。达勒姆修道院在 12 世纪与主教争夺主

教座堂控制权及其他利益时，出示这样一份特许状是占据上风的最好办法。E 而前

文所述朗顿向教宗揭发坎特伯雷教会伪造行为的信件，并不是大义灭亲、自曝家丑，

他所指的伪造行为主体是坎特伯雷基督堂修道院。中古时代由主教领导的地方教会

行政系统，与比邻而建的修道院时常关系紧张，修道院援引各种特权不服从主教管

理，双方对辖区利益也会展开争夺。坎特伯雷如此，鲁昂亦然。鲁昂大主教之所以

	 A	� William Farrer, ed., Early Yorkshire Charters, Vol.Ⅰ, Edinburgh: Ballantyne, Hanson, 1914, 
pp. 4-5.

	 B	� Julia Crick, “Insular History? Forgery and the English Past in the Tenth Century,” p. 515. 
	 C	� 图特指出这是出于虚荣心，他甚至认为追求虚荣是很多修道院和贵族家族从事伪造活

动的根源。但兰弗朗克伪造活动的主要影响是击败约克对英格兰教会领袖地位的争夺，

这又显然既非国王所迫，也非只为追求虚荣。参见 T. F. Tout, “Medieval Forgers and 
Fogeries,” p. 212.

	 D	� C. Brooke, “Approaches to Medieval Forgery,” p. 383.
	 E	� H. S. Offler, ed., Durham Episcopal Charters, 1071-1152, Gateshead: Northumberland Press 

Limited, 1968, pp.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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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古尔诺的伪造行为，就是要反对修道院以伪造的特许状争夺特权。A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伪造文书都属欺骗行为，无论教会规则

还是世俗法律都是严厉禁止的。如果伪造行为被拆穿，将会对教会的“神圣”地位

造成严重伤害。特许状伪造者都清醒意识到这一点，处处强调真相的重要性，但其

实是把这种强调作为掩饰造假行为的手段。那些总是特别强调记录真相的教会作

家，往往正是参与伪造活动的人。如 12 世纪教会作家坎特伯雷的埃德默（Eadmer 
of Canterbury）说过，故意把虚假的事情写入神圣的历史是令人震惊的，因为这些

内容每次被读到或听到，写作者的灵魂就会被杀戮一次。但学者索森却发现，他恰

是 1121 —1122 年坎特伯雷特许状伪造的参与者之一，或至少知道这些特许状是伪

造的。B教会作为中世纪文化和教育中心，人才培养体系不但支撑自身运转，而且

为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提供支持，伪造特许状这种最“考验”文化实力的行为，

发生在教会并不偶然。同时，由于“神力”加持，教会机构长期接受国王和社会各

阶层的土地、财富和特权馈赠，“上帝的和平”又保证其基本不受战乱袭扰，它们确

实比世俗机构更适合保存特许状，也保存了更多伪造的特许状。

三、王权关于特许状伪造的应对

如前所述，中古英格兰王权通过特权赐予构建起地方自治体系。一方面，王权

强势，一切权利理论上都来自国王；另一方面，王权又以各种方式将政治、法律、

经济权力以“特权”形式委托出去，形成遍布各地的“自治区域”（libertaties）。这

些自治主体权力差距悬殊，其凭据主要是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因此，特许状伪造行

为首先是对王权的侵夺，其次是对社会治理体系的破坏，理应被国王严格禁止。然

而，中古王权应对特许状伪造的方式显现出复杂图景，非一言可蔽之。

王权的应对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知其为伪造品，一种是无法判定其是否为伪造

品。从绝大多数伪造的特许状在中世纪未被揭穿这一事实看，C 后一种情形更为普

遍。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看起来是伪造活动的最大受害者。但伪造活动大行其道，

除技术上无法辨识这一客观原因外，国王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选择“接纳”各种特许

	 A	� Bruce O’ Brien, “Forgery and the Literacy of the Early Common Law,” p. 14.
	 B	� R. W. Southern, “The Canterbury Forgerie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73, No. 

287(Apr., 1958), p. 226. 
	 C	� 除现代考证发现的大量伪作之外，还有一个旁证：在国王爱德华一世 1278—1294 年发

动的特权凭据调查中，要求持有特权的教俗贵族拿出凭据，否则为滥用特权，相关权利

由国王收回。最重要和有效的凭据即历代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面

对呈交到法庭的大量“古老”特许状，争论焦点主要是特许状内容与实际持有的权利

是否匹配，而并无有关特许状真伪的争议。参见 Donald W. Sutherland, Quo Warranto 
Proceedings in the Reign of Edward Ⅰ,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pp. 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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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也是值得重视的事实。

首先，尊重特许状的权威即尊重传统，这是王权建构统治合法性的要求。诺曼

征服后的英格兰王权，一直处于合法性焦虑之中，为稳固战场上征服的土地，历代国

王刻意淡化自己作为征服者的身份，处处强调自己是合法继承人，即诺曼底公爵威廉

一世作为英王忏悔者爱德华的继承人，驱赶篡位者哈罗德，合法继承英格兰的王位。

这套话语成为诺曼征服后英国王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甚至直到亨利一世时代，国王

在特许状中仍这样自称：“我，蒙上帝恩典的英格兰国王亨利，是凭继承权获得爱德

华国王王位的伟大国王威廉之子。”A 如此自称的目的，是希望英格兰人尊重“古老”

传统，接纳其作为爱德华合法继承人对国土和最高权威的掌握，因此，国王自然要表

现出对英格兰社会传统的尊重。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特许状，是最正宗的代表传统

权利的凭据，如果无法区分真伪，全部接纳便是唯一合理选择。广泛认可和接纳包括

伪造品在内的特许状，王权看似受损，其实未必尽然。此时建构的英国王权合法性话

语，兼顾古老性、财产性、家族性，使王权正统得以长期延续。

其次，王权接纳伪造的特许状，在实际利益上也是得大于失。当时客观上确实

缺乏甄别真伪的技术，多数情况下对所有特许状只能“一视同仁”。B 不过，在无

奈接纳的同时，对王权来说，辨识真伪可能并没那么重要。原因在于，其一，多数

情况下伪造特许状的内容不会大幅改变现状。伪造之举意在将拥有特权的历史提前，

以及在特权受到挑战时作为证据，很少完全凭空“创造”新权利。这样的行为对王

权当下的实际利益影响有限。其二，更关键的是，相关实体或个人持有的特许状，

如果想得到认可，必须通过国王政府的检验和确认程序。这些程序都要付费，而寻

求国王确认需支付的费用有时简直是天价。C 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 1189 年缴纳

1000 马克巨款，换取理查一世对其一项特权的确认，1198 年重新确认时又缴费一

次。D 新国王即位之后，都要大规模确认前代的特许状，有时这种确认举动甚至要

进行多次。所以，对特许状的确认和接纳，不应单纯解释为王权有限或自带枷锁。

当确认特许状无伤既有秩序且有利可图时，国王对伪造活动的“默许”就不是

软弱可欺，而是“生财有道”，这也可解释为何不少伪造的特许状能进入王室档案清

单。此点从考文垂修道院特权扩张中可见一斑，该修道院的特权，从伪造到合法化

	 A	� H. S. Offler, ed., Durham Episcopal Charters, 1071-1152, p. 37.
	 B	� 约翰王曾对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的一份特许状表示怀疑，但无法鉴伪，因而只能提出：

既然有这么好的凭据，以前为什么不拿出来。参见 Antonia Gransden, A History of the Abbey 
of Bury St Edmunds, 1182-1256,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7, p. 163.

	 C	� 特许状确认与王权经济收益的关系，也体现在对中世纪最重要特许状《大宪章》的反

复确认中。参见许明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议会政治中的大宪章与王权》，《世界历史》
2020 年第 5 期，第 101—103 页。

	 D	� Antonia Gransden, A History of the Abbey of Bury St Edmunds, 1182-1256,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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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跨越百余年。1107 —1111 年，院长利摩西的罗伯特（Robert of Limesey）用伪

造的盎格鲁—撒克逊和诺曼特许状，获得亨利一世认可。几十年后，修士们又增加

一倍伪造内容，并获得斯蒂芬和亨利二世确认。13 世纪，通过特许状确认程序，它

们被收入亨利三世的特许状卷档中，成为考文垂特权地位的有力凭证。A

最后，确认特许状的过程带给国王巨大经济收益，但远不止于此。整个中世

纪，英格兰国王都热衷于向臣下封赏——确切地说是出售——特权。自治区域的存

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受到国王敌视，当然更不是王权衰落的标志。特许状无论真

假，持有者的目的都是持续享有特许权。因此，大多数有实力的机构，都会向当时

的国王申请（购买）新特许状。在这一过程中，确认过去的特许状和该机构目前实

际掌握的特权，再加上国王的新封赏，共同构成新特许状的内容。经此程序之后，

以前的特许状是否真实，对国王来说影响不大，重要的是所有特权的持有都以王赐

作为合法性基础，从而被纳入王权管控之中。

当然，作为特权凭据，伪造特许状引发权利重合或冲突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

下，往往需要国王出面裁决。亨利二世时代的一起案件，折射出国王处理此类争端

的态度。1187 年，英王亨利二世试图亲自裁决两位贵族的一场争执，诉讼双方是

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院长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争执源于发生在萨福克郡一个庄园

的杀人案，该庄园位于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所辖“八个半百户区”内，但归坎特

伯雷基督堂修道院所有。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已赐予其对

所辖领地的“君主式管辖权”，因此案件应由其审理；但坎特伯雷大主教认为，处

理自己产业上的杀人案是坎特伯雷的“特权”，且这种特权由忏悔者爱德华赐予，

有特许状为凭。双方争执不下，上诉至国王亨利二世。国王答应裁断并承诺将尊重

双方的“古老权利”。在法庭上，双方都拿出忏悔者爱德华颁发的特许状，按惯例

高声朗读，作为己方特权凭证。据说亨利二世十分尴尬，他承认双方特许状同样古

老，但二者显然互相抵触。最终，面对两位互不相让的教会贵族，国王气急交加，

甩下一句“谁有本事谁拿去”（Qui potest capere capiat），B 然后拂袖而去。国王的

无助和失态令人诧异，这件事最终如何解决也不得而知，因为记录此事的编年史成

书之时，该案还悬而未决。C本案中出示的特许状，很可能至少有一份是伪造的。

对国王来说，无法判断真伪自然尴尬，但由自己裁决这一争端，就是对王权地位的

一种确认。

	 A	� J. C. Lancaster, “The Coventry Forged Charters: A Reconsiderat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27, No. 76 (Nov., 1954), pp. 113-139. 

	 B	� 这句话引自《马太福音》第 19 章 12 节，本有特定语义，但亨利二世此处的意思更接近

其字面含义 , 即“谁有本事谁拿去”。

	 C	� 关于该事件的研究状况，参见Antonia Gransden, A History of the Abbey of Bury St Edmunds, 
1182-1256,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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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无法确知真伪的情况下，王权会出于主客观原因“接纳”伪造的特许

状，但这并不意味着王权对伪造活动完全放任不管，伪造行为在中古时代也不可能

风平浪静地被整个社会接受。毕竟特许状是各种特权的凭据，伪造者争权夺利的举

动必然带来权利纠纷和争端，进而产生深层影响。A所以，王权对伪造活动也有遏

制的一面，特别是中古中后期出台不少较有影响的举措。

政府档案体系在 13 世纪初的建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伪造特许状方式保持

和扩张特权的做法。当时由国王政府签发的文件，会抄写一个副本保存在文秘署

（Chancery），这一制度保证政府在确定特许状真伪时有据可依。但直到 13 世纪中后期，

国王也很难完全追踪其签发的文件。1272 年，亨利三世致信教宗格里高利十世，指出坎

特伯雷基督堂修道院院长在罗马法庭展示的几份国王公函是伪造的，因为“如果不事先

登记存档，本王不会颁发任何此类文件，我们已在登记册中最细致地查找过，但没找到

任何关于上述公函的存档”。有趣的是，亨利三世有些自信过头，因为现代学者在 1265
年的公函卷档中找到了这几封公函档案。B但是，国王信件表明相关制度已建立，私自

伪造已有制度上的防范，这一乌龙事件只是说明该制度还不够完善。

13 世纪后，伪造活动主体增多，影响扩及各个领域，因此政府对伪造活动的

打击更具紧迫性，从立法和司法层面规制伪造活动越来越受重视。1345 年 9 月 28 日，

国王爱德华三世下令成立委员会，搜捕隐藏在各地的大量罪犯，他们伪造国王的大

小御玺，不停用来署证特许状或其他各类伪造的国王文书和令状。C 在 1352 年《叛

逆法》中，爱德华三世把“伪造国王的大御玺或小御玺”划入应判处死刑的叛逆罪

之列。D1392 年，国王理查二世派调查委员会前往约克，监督处理各类罪犯，其

中包括伪造印章和特许状者。E直至 1413 年，亨利五世统治时期的一届议会上通

过法令，严惩恶意伪造者，处罚是判为重罪、投监两年。F

	 A	� 对伪造行为在中古社会的现实影响，学界评估不一。有学者从法学视角出发，认为正是

由于诺曼征服后一段时间内英格兰充斥伪造特许状等权利证书，导致诉讼中对书面证据

的信任下降。结果在司法实践中，口头证据使用的频率增加，包括神裁法（Ordeal）使用

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普通法发展。伪造权利证书泛滥也推动政府文书体系革

新，使12世纪中后期英格兰拥有比法国更规范的法律文书书写体系。参见Bruce O’ Brien, 
“Forgery and the Literacy of the Early Common Law,” pp. 1-18.

	 B	� 关于该事件详情，参见M. T.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p. 71.

	 C	� Calendar of the Patent Rolls, Edward Ⅲ, 1343-1345,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02, p. 589.
	 D	� A. R. Myer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327-1485,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9, p. 398.
	 E	� P. M. Tillott, ed.,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York: The City of York, London: Victoria County 

History, 1961, p. 75. 
	 F	� Chris Given-Wilson, ed., The Parliament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 1275-1504, Vol. Ⅸ,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5,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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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这些措施说明王权对伪造活动有所遏制，但大部分伪造特许状当时

无法被有效识破，不少伪造特许状是以“真实身份”走出中世纪的。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古英格兰特许状伪造现象具有复杂性，对它的评估仍在不断发展

变化。中古时代伪造大量国王特许状，大多数伪造品以真品身份流传至今。特许状

在中古英格兰王权秩序中地位独特，探讨特许状伪造现象，对把握彼时政治社会运

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诺曼征服后英格兰王权的强化是伪造现象兴盛的主要背景。对于以修道院为代

表的教会机构来说，这是教俗之争的另一战场。教会机构通过真伪混杂的特许状，

以过去的国王对抗现在的国王，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但他们的伪造活动绝不仅

仅出于对时代变迁的“无奈”。当云游的作伪“匠人”穿梭于大小修道院提供服务

时，当修道院利用文化资源与技术将自己打造为“制假中心”时，我们无法“同

情地理解”这些行为。毕竟，修道院等教会组织是中世纪“信仰时代”的精神支

柱，似不应与作伪活动联系起来。同时，国王在这场角力中并非失败者。无法识别

伪造的特权凭据自然尴尬，但认可先王的特许状，便是认可当今国王的权威和王统

秩序，也是把旧时的自治特权纳入当前整体管控体系的途径，借以建构“王权规制

下的自治”。更何况，确认这些特许状不会对国王权利造成根本损失，相反还会带

来丰厚经济收益。当然，一旦条件许可，国王不会放弃以可靠的档案和司法制度挤

压伪造空间的机会，只是在整个中世纪，这项工作都不能说非常成功。中古英格兰

特许状伪造现象启示我们，要看到权力秩序构建过程的复杂性和各方行为考量的多

元性。王权与伪造者各有得失，但共同维护了英格兰王权秩序。此外，这也提醒我

们：研究中古英格兰历史，对保存至今的大量特许状要注意辨识，否则很容易掉入

陷阱，形成错误认识。A 

〔作者蔺志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广州 510632〕

（责任编辑：焦  兵  郑  鹏）

	 A	� 比如，斯坦顿根据三份特许状断定奥法王已被称为“英吉利人的王”，从而把英格兰统一 

的时间提前到 8 世纪。后来学者确定这些特许状是 10 世纪的伪造品时，“奥法王统

一英格兰”的认识已流传很久，很难轻易扭转。P. Wormald, “Bede, the Bretwalda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ens Anglorum,” in P. Wormald et al., eds., Ideal and Reality in 
Frankish and Anglo-Saxon Society: Studies Presented to J. M. Wallace-Hadri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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